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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过当的法律修辞分析 

——以法院作出防卫过当认定的26个案例为分析对象 

袁洪涛 

(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yuanhongtao2000@163.com) 

摘  要：司法裁判文书中法律修辞的运用是否得当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防卫过当

此类在实务中存在争议与界定难的情形，更要注重对修辞的精准使用。通过对２６份司法裁判文书中的防卫

过当事实部分、损害结果部分与说理部分进行法律修辞分析，总结出法院在认定防卫过当案件中的修辞技巧。

同时反思法院在说理部分存在叙述不足、修辞不当等缺陷，提出针对化的对策。在防卫过当裁判文书在今后

的完善方向上，可以以架构合理的行文结构、构建情感的交流场域为基点，书写修辞准确、内容充实的判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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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缘何要探究防卫过当中的法律修辞 

法律修辞，若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其界定为司法活动参与者有助于法律效果实现的修辞活动。[1]

司法的过程并非简单地择法、适法的过程，它需要法官在此进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司法能力，对裁

判结果进行充分地说理。裁判说理不仅要遵循一定的法律论证规则，也就是阿列克西所提出的内部证成和外

部证成；还要注重修辞手段的运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们一旦企图透过沟通来影响某人或某些人、引

导他人思想、激发他人情绪、指引他人行动者，即进入修辞学王国”[2]。修辞手段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非人工的”说服方式和“人工的”说服方式。所谓“非人工的”说服方式，是指不需要说话人使用任何技巧的修辞

手段，譬如法定证人、合同文件、嫌疑人的招供等等；“人工的”说服方式，是指并非事先存在、需要说话人根

据特定的法则予以建构的修辞手段。[3]司法裁判文书中既包括书证、证人证言等的“非人工的”说服方式，又

包括“本院认为”的“人工的”说服方式。本文所要重点论述的是“人工的”说服方式。 

本文所选取的分析对象是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认定行为人构成防卫过当的 26 个案例。之所以选择法院对防

卫过当认定的案例进行分析，原因在于：一方面，近年来，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界限引起了学术

界的热议，学术界在防卫过当的量刑标准、防卫限度认定等方面都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司

法实践中，法院关于防卫过当的裁判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些一审被判故意伤害的案件，在引起

社会群众的激烈讨论后，二审法院最终改判为防卫过当。因此，对防卫过当案例中的法律修辞进行分析，极

具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此外，这些案例在形式上还体现了法院在认定防卫过当行为的一般标准，在内容上

也涵括了法官对于防卫过当行为修辞性描述的各方面，有助于揭示法院在认定防卫过当行为一般规律。 

如上所述，以法院作出防卫过当认定的案例为基础，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分析法院如何

对 26 个案例中的事实部分进行修辞的，即法院对侵害行为、防卫行为以及损害结果是如何进行描述的。其中

对侵害行为的描述包括对侵害方式、侵害行为紧迫性的修辞，对防卫行为的描述包括对防卫手段和力量对比

的修辞，对损害结果的描述包括对损害程度的认定和最终量刑的修辞。其次，分析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的法

律修辞，也就是要厘清法院说理部分中认定防卫过当行为一般规律。最后，总结法院在论证说理中对认定防

卫过当行为的不足，提出具体的针对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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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卫过当事实部分的法律修辞分析 

在防卫过当的裁判文书中，事实部分的修辞对于裁判结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只有对侵害行为、防卫

行为以及损害结果这些事实成分进行准确地描述，才能对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做出合理的认定。在认定防卫过

当的成立条件上，我国学界主要存在一元论与二分说两种学说。一元论认为应将“重大损害”作为认定防卫过当

成立的唯一要件，而对防卫行为、损害结果并不具体细分，并把利益衡量作为重大损害判断的基本工具。[4]

二分说则认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是认定防卫过当成立的两个必备要素，前者为行为过当，

后者为结果过当，这样才能构成防卫过当。本文采用二分说，将裁判文书的事实部分，细分为侵害行为、防

卫行为和损害结果，通过法院对该部分的描述，分析“现实紧迫性”“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修辞

技巧。 

1.1  不法侵害行为的法律修辞分析 

裁判文书中对不法侵害行为的准确描述是认定防卫过当成立的前提，对不法侵害方式和不法侵害缓急的

分析也是认定防卫行为成立与否的关键。在法院对不法侵害行为的分析不准确时，包括对不法侵害方式和不

法侵害缓急的描述不周，防卫行为的认定就会出现偏差，进而又导致整个案件的裁判结果的不公正。因此，

法院对不法侵害行为的修辞至关重要。 

1.1.1  不法侵害手段的修辞分析 

在 26 份防卫过当的刑事裁判文书中，不法侵害手段可以简要分为肢体打击、持械侵害和“入室盗窃”，其

中不法侵害手段呈肢体打击的案件共 13 起，不法侵害手段呈持械侵害的案件有 12 起，不法侵害手段呈“入室

盗窃”的案件有 1 起。下面本文将着重分析法院对这三类不同不法侵害手段的法律修辞。 

首先，在肢体打击的裁判文书中，法院的描述多如，“王某与曹某、张某三人对被告人黄德伟实施殴打”“黄

某 2 用拳头殴打姜魁”“黄某 2、向某、黄某 3 用拳头对姜魁进行殴打”“闯入欧某住所先动手推打欧某引起，欧

某两次警告吴某 1 试图避免冲突，但吴某 1 仍继续推打欧某”“强行进入到李云顺宿舍后，双方发生争吵继而引

发打斗，杨某将李云顺按压在地上”“关某先动手殴打尹继龙，后魏某等多人围殴尹继龙”“双方厮打，被害人金

某某在现场用手揪杨文杰头发，被告人杨文杰用刀将被害人金某某捅伤”等。在此类的裁判文书中，由于肢体

打击相较于持械侵害的人身危险性更轻，所以法院在描述该类侵害手段时，更加注重对加害人的数量、打击

先后顺序、打击的部位和加害人的主观恶性的描述。法律修辞对于此处的叙述应该秉持分毫不差地进行描述

的价值取向，因为，只有在对加害人的数量、侵害行为的打击部位、侵害人的主观恶性进行精准的叙述后，

受侵害人后续的反抗行为才有认定为防卫行为的可能性。否则，后续的行为就无法认定为防卫行为，也就不

存在认定为防卫过当的可能性。 

其次，在持械侵害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多采用“拿了一把剪刀朝周某刺过去”“捡起啤酒瓶砸，捡起地上的

一个红色塑料板凳砸”“持锄头追打”“持十字镐把击打”“用甩棍殴打”等言辞进行描述。其中剪刀、啤酒瓶、板

凳、锄头、十字镐等这些工具都应当属于器械，持器械进行打击的行为显然比肢体打击更具有危害性，因此，

法院在对此类的不法侵害手段进行描述时，就没有对打击部位、主观恶性以及加害人数量进行过多描述。法

律修辞对于此处的叙述，应当尽可能对器械的种类进行精准的描述，例如剪刀、甩棍、锄头等，因为不同类

型的器械对防卫人造成的损害程度是不同的，进而对防卫人后续的防卫所使用的方式也能进行很好的对比。

除此之外，法律修辞对此处的叙述，还要注重对器械是加害人事先准备还是临时起意的描述，因为事先准备

体现出加害人的蓄谋已久的特征，同时事先准备主观恶性显然大于临时起意。例如“赵某爬起来后去到包厢里

捡起一个空啤酒瓶丢向李旭才，李旭才将啤酒瓶躲开，赵某又捡起地上的一个红色塑料板凳砸向李旭才”和“韩

某 1 辱骂韩永文并从摩托车上取下携带的十字镐把对韩永文实施殴打，韩永文在躲闪过程中被十字镐把击中

背部”，上述的两个案例分别就是加害人事先准备和临时起意的描述。由于临时起意只能顺手拿起身边现有的

工具，而且在通常情形下，只能找到诸如“酒瓶、板凳”“红砖、木棒”等危害性不大的、生活中常见的工具，因

此，此类工具所具有的现实紧迫性也低于事先准备的“刀”“锄头”。或许有些案件中，加害人顺手拿起的是“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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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十字镐”等危险性与“刀”“锄头”相当的器械，但此时我们的考量因素就需要从“器械的危害性”转向“加害人

的主观恶性”，预先准备的主观恶性明显是大于临时起意的。 

1.1.2  不法侵害紧迫性的法律修辞分析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确了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其中不法侵害的紧迫性即防卫过当构成要件

中的时间条件。不法侵害紧迫性要求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法院在对不法侵害

紧迫性的认定中，常用“存在现实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该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十分明显紧迫”“制止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等语句来描述。但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否意味着侵害行为已经发生。德国刑法学者金德霍

伊泽尔认为，“紧迫”意味着侵害正在实施或将要面临，“如果利益伤害即刻就会直接发生或者迫在眉睫、已经

开始或者还在继续，那么，我们才可以说‘攻击正在发生’（即‘现时性’）”。陈兴良教授也指出：“在个别情况

下，不法侵害虽然还没有进入实行阶段，但其实施却已逼近，侵害在即，形势十分紧迫，不实行正当防卫不

足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这种情况下，可以实行正当防卫。”[5]通过对这 26 份法院裁判文

书的梳理，可以将不法侵害紧迫性分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和“利益伤害即刻就会直接发生”两类。 

第一类“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这是认定为防卫过当的案件中最常见的“紧迫性”。例如：“扬起

锄头朝向景周打来，被向景周用右手挡开，锄头未打到向景周身上，但将向景周右手中手指击伤（软组织挫

伤）”“黄某 2 等人将姜魁追至重庆市合川区×街 120 号门前地坝处继续实施殴打，姜魁再次挣脱黄某 2 等人的

殴打，退至重庆市合川区×街 120 号大门处，从现场勘验图可以看出，姜魁已被逼入死角，黄某 2 等人已将其

逃跑路线基本封死”等。对该类案件的法律修辞，法院首先注重对侵害人先动手实施加害行为进行描述，例如

上述中的“扬起锄头”“继续殴打”；其次，法院通过对加害人侵害行为进行精准描述，来突出情况的紧迫性，例

如上述中对“逃跑路线基本封死”的描述。 

第二类“利益伤害即刻就会直接发生”，此种“紧迫性”在司法实例中并不常见，且在此类案件中认定正当防

卫或者防卫过当具有一定的难度。在许某、王某 1 等故意伤害罪刑事二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对于“利益伤害

即刻就会直接发生”进行了下述描述：“上诉人李国刚一方离开现场，而被害人在短时间内骑车、持棍棒追赶，

其中被害人王某 4 驾车，后某王某 5 持木棍，在距离发生纠纷现场不远处追到上诉人李国刚一方。在双方发

生争执并有肢体冲突后，被持械追赶，应认定存在现实紧迫的危险。”从上述可见，此处法律修辞在形容不法

侵害时， 

法院更侧重于对加害人数量、加害人手持器械等会造成紧迫危险的情景因素进行细致描述。法院也多用“持

棍棒”“追赶”等词汇，突出紧迫程度。由于不法侵害尚未施行，所以该类案件对法院的修辞水平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否则很难认定防卫过当的成立。司法实践中将“利益伤害即刻就会直接发生”认定为“不法侵害正在发生”，

其实是对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间进行了相应的拉伸延长，以保证防卫权的有效行使。[6] 

1.2  防卫行为的法律修辞分析 

防卫行为是指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对防卫行为的法律修辞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防卫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防卫意识，二是防卫人实施的防卫行为的方式。防卫人是否具有防卫意识是判断

防卫过当是否成立的主观条件，而对防卫行为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和侵害行为进行比较，从而判断防卫行

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1.2.1  防卫意识的法律修辞分析 

防卫意识的成立，只要求行为人对不法侵害的事实具有认识，即只要防卫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与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相对抗便足矣。[7]对防卫意识描述是为了区别防卫挑拨、相互斗殴、偶然防卫这三类不属于

防卫的行为。法院对该部分的法律修辞通常以“担心对方报复就准备了一把刀在宿舍睡觉”“双方发生争吵

继而引发打斗，杨某将李云顺按压在地上时，李云顺使用事前准备的刀捅刺杨某的胸部。”来描述。在李某

故意伤害一案中，法院首先用“担心报复”遂准备了道具来表明李某的事前心理，后描述李某在面对侵害行

为时，用了事前准备的道具刺伤杨某。法院用上述的两个事实说明了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李某主观上具备防

卫心理。在杨冕、余政冰等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杨某、杨某某、王某、王某某四人陆续进入

36 号店子，并对余某某实施殴打，余某某则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一把卡子刀刺向杨某等殴打他的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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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某某、杨某、王某、王某某、杨某某五人不同程度受伤”法院在描述防卫人的防卫心理时，首先就现行的

侵害行为进行梳理，后引出余某的行为。因此，法院对防卫人的防卫意识进行法律修辞时，应就侵害行为率

先描述，进而分析防卫人的主观心态。若防卫人事先为防备侵害发生而准备了工具，法院在进行法律修辞时，

应将这一事实交代清楚。 

1.2.2  防卫手段的法律修辞分析 

通过对收集的 26 份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可以将 26 份裁判文书中的防卫手段分为有器械和无器械两种，

对其中的有器械的防卫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预备器械、临时起意、抢夺器械三类。对防卫手段的法律修辞分析

主要是为了判断防卫方式是否构成“质的防卫过当”。所谓“质的防卫过当”是指防卫手段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

卫手段不对等的情形，比如被害人运用肢体进行殴打，而行为人却用木棍、刀等器械进行防卫反击。 

法律修辞对预备器械的法律修辞通常为“从车上拿了一把剪刀朝周某刺过去”“麻某察觉后随身携带尖刀将

住宅院门打开”“车上拿”和“随身携带”都说明了行为人是预先准备了器械；对于临时起意的法律修辞，法院通

常会对器械的来源进行说明，如“手持现场捡拾的方形木棍分别击打”“夏显科捡起地上的啤酒瓶碎片对罗某实

施伤害”；对于抢夺器械的法律修辞，在向景周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法院用“被告人向景周夺过向某某锄头还击”

来描述，在袁军会故意伤害罪、危险驾驶罪一案中，法院用“被告人袁军会抢先到屋内捡起侵害人掉在地上的

水果刀”进行描述。对于此类的法律修辞，法院常用“夺过”“抢过”“还击”等词汇。在黄德伟故意伤害罪、姜魁

故意伤害案、欧某故意伤害案等案件中，关于黄某、姜某、欧某的持械防卫行为首先都构成“质的防卫过当”，

进而法院作出防卫过当的判决。 

1.3  损害结果的法律修辞分析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防卫超过明显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损害结果对于认

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法律修辞对于损害结果的描述会给案情的发展赋予直观的感受，

虽然现阶段对于过分注重损害结果的认定导致的“唯结果论”予以批判，但是不可否认损害结果在判定防卫过当

成立与否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8]法律修辞对损害结果的阐述，是对损害行为造成损害程度的一种“精确性描

述”，反映了法官内心对损害结果是否超出“明显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与结果。 

1.3.1  损害结果的法律修辞类型 

涉及损害结果的法律修辞一般较为精确，经常援用或参照医院或法医鉴定报告的科学性数据与修辞。在

搜集的现阶段法律裁判文书中，涉及损害结果的法律修辞主要有四种类型： 

(1) 对损伤进行细致性的描述，主要是对伤口的部位，创伤的类型和伤口的大小进行说明，力求说明的准

确性与细致性。例如“诊断为左腹部刀刺伤、小肠破裂、大网膜破裂、肠系膜破裂”“致罗某头枕部一 1.5ｃｍ＊

0.5ｃｍ创口、左耳屏前一 4.5ｃｍ＊0.7ｃｍ创口、紧靠此创口前侧一 3.0ｃｍ创口、颈部左侧一 3.0ｃｍ创口”

等，直观地展示了损伤的程度、部位等属性，加强了法官及当事人的直观感受。 

(2) 援引权威性，科学性的报告对伤口进行描述说明，力求说明的科学性、准确性与权威性。例如“经法

医病理学司法鉴定，罗某死亡原因符合左颈部机械性损伤、左侧颈静脉部分断裂失血合并空气栓塞死亡。”保

障损害结果与侵害人的行为直接相关，以鉴定报告为损害结果修辞的权威性科学性进行背书。 

(3) 通过《伤残等级评定标准》对损害结果进行尽量简短、准确地说明。例如“被害人金某某此次损伤评

定为重伤二级”，这种针对损害结果的法律修辞虽然简短、科学、准确，但是也是由于其所具备的优点导致这

种法律修辞与当事人和人民群众之间产生了较大的隔膜，甚至与民众日常生活认知相悖，应当慎用或者在文

书之中加以阐释说明，降低该类修辞的理解难度。 

(4) 对损伤采取两种及以上的说明方式进行混合说明。经常表现为“法医鉴定报告+伤口描写”或“法医鉴定

报告+伤残等级”或三者混合等。例如“经鉴定，路某脾破裂、胰腺破裂，评定为重伤二级；肢体裂创愈合痕评

定为轻微伤。”“胸腹部创口累计 26cm，构成轻伤二级。”等。该种法律修辞方式可以容纳多种修辞方式的优点，

避免其缺陷，也是目前判决文书中针对损害结果最常用的修辞方式之一。 



公众与政策	2024	年	第	4	期

·	24	·

 

 

1.3.2  损害结果法律修辞存在的问题 

“重大损害”内涵界限不够清晰。法律修辞的描述关系到“损害”和“重大损害”的区分，尤其是“重大损害”的

内涵界定，学界一般将防卫过当所造成的“重大损害”认定为是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9]然而目

前涉及防卫过当的裁判文书中，“重大损害”的界限超出了死亡和重伤的结果，一部分裁判文书出于各种考虑，

将轻伤结果也纳入“重大损害”的界定范围之内。例如“被告人李旭才因被害人以生活琐事无故挑起事端后与被

害人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在被害人使用器械多次先对自己进行攻击但未严重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还

手殴打被害人，其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被害人面部轻伤二级的后果，系防卫过当”在这种状况下，裁

判文书中会直接说明，将轻伤归类为重大损害，这种类似于“法律拟制”的修辞做法避免了“重大损害”与“损害”

之间的涵射范围混乱的问题。在现行“重大损害”理论的前提之下，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进行认定时应当注意法律

修辞的审慎运用，避免造成“损害”概念内部结构的混乱无序。 

对损害结果认定的法律修辞应当避免情感性的叙述话语，做到秉笔直书，不偏不倚。美国的司法裁判文

书中包含着很多具有情感性与价值判断的文字，例如“这一决定对个人尊严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权根据

自己的内心定义生命、存在及宇宙的意义。如果这些选择或信念是在外力强迫下作出的，那么一个完整人格

的形成就不可能了”。我国目前也正努力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进行精细化、情感化的改良，这有利于当事人

及人民群众感受司法温度，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然而这种追求和愿

景仅能停留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对于损害结果认定的法律修辞应当是准确、简短、科学、容易理解的。

在损害结果认定的法律修辞上运用过多情感性的表达会破坏裁判文书的行文结构，甚至误导受众的价值判断，

造成法理与事理人情的相互冲突。也许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一个时代人们所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

德、政治理论、公共政策，不论是公开或是下意识的，甚至是共有的偏见，在决定人们的治理规则方面的影

响都要大于三段论推理”[10]，情感性的法律修辞应当被排除在损害结果认定的修辞范围之外。 

2  说理部分的法律修辞分析 

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集中展现了法官对法律条文和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理解，是裁判文书的精华部分。但

是现行的涉及防卫过当的裁判文书中说理部分相较于事实认定、证人证言等部分的长篇大论而显得过分的短

小无力。究其原因，还是对防卫理论的理解程度不足，导致在判决书写过程中刻意回避此类问题。 

在说理部分漏失的法律修辞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1.平铺直叙型：该类型的说理仅仅顺从时间轴，按照事件和事实的发生顺序进行编排，漏失说理过程，缺

少说理过程的法律修辞。例如“被害人卢某某找到王英桃后，将其拖至浅水坑欲将王英桃头部按向水坑，并口

称要淹死王英桃，后二人又扭打至屋前禾场，王英桃为了本人的人身权利免受卢某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致卢某某死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防卫过当。” 

2.借助辩护型：该类型防卫过当的说理过程往往借助辩护人辩护词中的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仅仅表明对

该意见的接纳与否的态度，缺失说理过程，漏失了该部分的法律修辞。例如“关于被告人余某某的辩护人提出

双方当事人有过错，余某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双方已经达成谅解的意见，与查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

纳。” 

3.简单陈述型：该类型的说理较之“平铺直叙型”更为简化，其省略了案件事实和事件的情况，仅简单陈述

当事人的行为具备“防卫性质”但是“超过必要限度”，成立防卫过当。例如“上诉人杨文杰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但其防卫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金某重伤，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负刑事责任。” 

综上，大多数防卫过当裁判文书说理过程中的法律修辞缺失严重，对行为人防卫行为性质的成立、限度

条件的分析等要素的说理程度不足，致使作为裁判文书精华部分的说理论证难以支撑结果的正当性。“判决结

论的重要性往往比不上判决论证中所适用的修辞和语言，为了更好地领会法律正义，更要认真地考察修辞和

语言中隐藏着的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11]因此裁判文书说理部分法律修辞的完善与强化是防卫过当裁

判文书法律修辞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说理部分的法律修辞是支撑裁判文书结果正当性的关键要素。法律修

辞可以强化裁判文书中说理部分的说服性，强化最终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帮助受众更容易地接收和理解案情

与结果，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另一方面，法律修辞可以增加裁判文书最终结果的被接受程度。正当防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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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过当类的裁判文书往往会引起强烈的民众舆情，因为其中包含着民众的朴素正义观念，而在说理部分强

化法律修辞可以消解这种冲突，能够在保持裁判文书准确性的同时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尤其是对于群众较

为敏感的防卫过当的裁判文书。[12] 

3  防卫过当裁判文书中法律修辞的改进方向 

对于防卫过当法律裁判文书各个阶段、部分的法律修辞的叙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发现现阶段防卫

过当裁判文书的法律修辞虽然做到了对行为和结果的限度要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叙述形容，但在说理部分仍

然存在着较大的欠缺，并且在整体的行文结构上依然存在着一部分问题，亟须解决。 

3.1  架构合理的行文结构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涉及防卫过当的法律裁判文书，笔者发现，当下的正当防卫裁判文书难免存在着“头重

脚轻”之嫌。防卫过当的法律裁判文书的受众不仅诸如法官、律师等专业型的法律从业者，更有非专业的普通

民众。冗长的各类证人证言、繁复的物证鉴定的罗列无疑形成了非专业的普通民众阅读和理解这类裁判文书

的壁垒，难以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宏愿。因此防卫过当的裁判文书应当尤

其注意行文结构，构建合理的行文结构方能够打破专业壁垒，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裁判说理部分是一份裁判文书的关键，集中体现着法官对案件事实与相关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也是人民

群众能否接受裁判结果的关键所在。对于说理部分法律修辞的缺失，一部分固然是由于标准的不确定所导致

的，但是法官应当充分发挥自由心证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支撑结论，补足说

理部分的缺失。此外在行文过程中应当注重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结合，例如在描写损害时应当注意数字的运用

与抽象的伤势评级相结合，便于民众理解与接收案件的实际情况与判决结果的产生原因。 

3.2  构建情感的交流场域 

修辞不是逻辑，但逻辑常常是修辞，为了逻辑展开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在说理部分强化法律修辞的作用，

可以增加裁判文书的被接受度。[13]涉及防卫过当的裁判文书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的民众舆情，其原因在于该

类案件涉及到了人民群众最为朴素的伦理正义观念，是民众的情感接受底线之所在。尤其是“邓玉娇案”“于欢

案”“昆山龙哥案”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民众对此关注度愈发高涨，媒体舆情愈发剧烈，甚至会用道德标

准去衡量法律裁判。因此民众对防卫过当裁判文书的理解接受的关键因素在于逻辑也在于情感。说理部分不

同于事实的陈述与证据的罗列，其因是法官主观感受和理解之所在而具有充足的情感表达空间，在说理部分

增加情感性的叙述是提高民众接受程度，构建裁判文书情感交流场域的方式之一。在裁判说理过程中应当注

重逻辑与情感的双重结合，修辞、形容、叙述在符合逻辑这个第一要义的基础上要兼顾情感修辞、叙述的输

出，做到逻辑与情感的融合，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将道德话语作为一种法律修辞的方式在防卫过当的裁判文书

中加以使用，在兼顾群众朴素情感的同时，增强裁判文书的权威性与说服力。 

4  结语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14]裁判文书是正义实现的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对防卫

过当裁判文书法律修辞的分析正是研究这种“看得见的正义”的实现方式。裁判文书作为一份案件的总结性陈述，

法律修辞的使用不当会导致民众信任的摇摆不定，最终损伤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宏愿难以实现。通过总结搜集到的涉及防卫过当的法律裁判文书的法律修辞，在行文结构，

对话场域和说理模式等方面加以改进，重视文书结构的平衡、对话场域的情感要素以及说理部分的说理程序

的改进，才能够真正做到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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